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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流动对家庭幸福感的影响
———基于三期CFPS面板数据

刘玉成  胡舰淼

(长江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湖北 荆州434023)

  摘 要:基于三期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通过匹配个人与家庭样本构建平衡面板数

据,在此基础上利用面板有序Logit模型分析劳动力流动对家庭幸福感的影响,并检验了相对收入

的中介效应。研究发现:从影响效应来看,劳动力流动会显著降低家庭幸福感,有外出务工人员的

家庭比没有外出务工人员的家庭幸福感更低;从影响路径来看,劳动力流动既直接影响家庭幸福

感,还能通过影响相对收入来间接影响家庭幸福感。但影响效应存在异质性:相较于高学历个体,
劳动力流动会给中低等学历个体的家庭幸福感带来更为显著的影响,并且对中等学历个体幸福感

的消极影响大于低学历个体;处于婚姻续存状态的个体,劳动力流动对家庭幸福感的负向作用比婚

姻未持续的个体显著;与西部地区相比,中部和东部地区个体的家庭幸福感更容易受到劳动力流动

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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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得到

较大程度的提升,但同时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

望也有了质的转变,即不再仅仅满足于物质生活层面

的需要,转而对“心灵感受层面”,诸如幸福感等有了

更多的期待。幸福感具有明显的主观属性,是衡量福

利水平的一个重要指标,幸福感的高低在一定程度上

反映了社会总体福利水平的高低。幸福感的主观评

价来源于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除了个体自身因素以

外,家庭也是影响个体幸福感的一个重要因素。
近年来,随着我国体制机制改革的深入推进,阻

碍劳动力自由流动的藩篱正逐渐得到破除,城乡之

间、区域之间的劳动力流动越来越频繁。在劳动力

频繁流动的背景下,劳动者个体的家庭关系、社会关

系、社会地位等都会受到冲击,这将会对个体的家庭

幸福感带来影响,而劳动者个体家庭幸福感的高低

关系到我国和谐社会建设能否顺利推进,因此在劳

动力流动的背景下探索劳动力流动对劳动者家庭幸

福感的影响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二、文献综述

现有文献对劳动力流动和幸福感作了较多探

索,与本文研究相关的成果主要集中于以下两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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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对幸福感的影响因素研究。首先,从幸福

感的产生过程来看,Haller(2006)认为幸福感是个

人特征和愿望之间互动、社会关系和宏观社会结构

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1]。其次,从影响因素来看,

Easterlin(1974)较早关注到了收入对幸福感的影响

并提出“伊斯特林悖论”,认为主观幸福感并未随着

人均收入的提高而提升[2],这一悖论得到其他研究

者的佐证(Veenhoven,1993)[3]。但这并不代表收

入对幸福感没有影响,Easterlin(1995)进一步研究

发现幸福感主要取决于相对收入而非绝对收入[4],

Luttmer(2005)、Knight(2009)也认为收入预期和

相对收入水平提高都会对主观幸福感产生积极作

用[5,6]。国内学者官皓(2010)也进一步证实相对收

入越高,幸福感越强[7]。由此可见,从相对收入的角

度切入,可以更准确地研究收入对于主观幸福感的

影响。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学者们也将关注的

焦点转向了收入以外的非经济因素:从社会层面来

看,MacKerron(2013)、Bonasia(2021)发现,良好的自

然环境对居民主观幸福感有显著的积极作用[8,9],而

Weinhold(2013)、Ahumada(2021)则发现,环境污

染的加剧会显著降低居民的幸福感[10,11];张经纬等

(2021)发现,就业质量和社会信任度的提高都对主

观幸福感具有显著影响[12];吴丽丽等(2021)发现,
社会经济地位的当前认同与未来预期都对主观幸福

感具有显著的积极作用[13]。从家庭层面来看,王群

勇等(2019)认为幸福感与自身因素和家庭因素有

关[14],梁远等(2021)发现家庭资产增加对居民幸福

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15]。从个体层面来看,胡宏

兵等(2019)、邱红等(2021)发现,教育能够显著提升

主观幸福感[16,17],马汴京(2019)认为离婚对个体主

观幸福感具有显著的短期负向冲击[18],魏 强 等

(2020)发现健康状况对幸福感具有正向的直接影响

和间接影响[19]。
二是对劳动力流动和幸福感的关系研究。劳动

力的流动行为除了带来经济层面的影响之外,也会

使劳动力对主观幸福感的价值判断发生变化(张雅

欣,2019)[20]。劳动力作为一个社会群体,其幸福感

的形成与变化既受到一般模式的影响,也有其独特

的特征(曾迪洋等,2016)[21]。劳动力的幸福感不仅

会因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家庭背景的

不同而呈现个体差异,而且流动行为带来的经济维

度、职业维度、人际交往维度的诸多变化也影响着劳

动力的幸福感。从客观指标来看,流动劳动力往往

以蓝领和无固定职业者居多,他们通常劳动时间长、
工作强度大、工作环境差,另外社会保障上也因为户

籍限制多处于弱势状态,这些因素均会对其幸福感

产生负向影响(许世存,2015;孙远太,2015)[22,23]。
但外出务工带来的收入增长和多元生活又无疑是增

加其幸福感的重要途径(房俊东等,2012)[24]。从主

观指标来看,对城市生活的心理适应、身份认同、留
居意愿以及生活满意度也会对劳动力的幸福感产生

显著影响(许世存,2015;盛光华等,2015)[22,24]。总

体来看,劳动力通过流动一方面获得了诸多提升幸

福感的正面影响,另一方面也面临着削弱幸福感的

负面影响,这就使得劳动力流动行为对幸福感的影

响变得更为复杂。另外,从不同研究角度出发,劳动

力流动对幸福感的影响测度也存在较大的差异。李

芳芝等(2016)发现流动人口的收入差距与主观幸福

感之间存在显著的 U 型关系[25],张雅欣等(2019)
则发现主观社会地位对于迁移行为和主观幸福感的

关系具有明显的中介作用,而迁移行为显著降低了

个人的主观幸福感[26],莫旋等(2021)则从就业的角

度出发,发现流动人口的就业状况对其主观幸福感

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27]。
综合来看,现有文献在劳动力流动和幸福感的

研究上取得了较多成果,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重要

的理论支撑和实证经验借鉴,但现有文献在研究数

据、替代变量、影响路径等方面还存在可扩展之处:
第一,在研究数据方面,现有研究主要采用同期调查

数据或宏观统计面板数据,前者难以反映研究对象

的时期差异,后者难以突出劳动力流动行为的主观

决断。第二,在替代变量的选取方面,现有文献对于

劳动力流动的替代变量的选取主要使用的是流动规

模、流动数量或流动人口比率等宏观指标,且多从总

量上来反映劳动力流动情况,这样既有可能产生遗

漏或统计偏差,也很难将流动行为和个体幸福感的

研究联系起来。第三,在影响路径分析方面,劳动力

流动是直接影响家庭幸福感,还是通过中介效应影

响家庭幸福感,目前仅有少量文献进行探索,因此在

劳动力流动影响家庭幸福感的路径方面还有待深入

研究。基于此,本文将基于2014、2016、2018年中国

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通过匹配个人与家庭样

本构建三期平衡面板数据,在此基础上利用面板有

序Logit模型分析劳动力流动对家庭幸福感的影

响,并检验相对收入的中介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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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劳动力流动与家庭幸福感

幸福感是一种主观的、综合的价值判断,其影响

因素往往是多方面的。而劳动力流动将导致劳动力

在社会保障、生活体验以及心理情绪方面受到负面

冲击,从而影响其家庭幸福感。首先,由于户籍制度

的限制,劳动力在面临城市更严格工作门槛的同时,
还无法享受与流入地居民同等的医疗、教育以及养

老等福利待遇,这将对其生活满意度和幸福感受产

生明显的负面影响。其次,劳动力流动存在家庭流

动和个人流动两种情况,相较于家庭流动,孤身外出

不仅会显著弱化劳动力的主观幸福感,而且也会给

留守家庭成员带来更多的孤独感。最后,流动劳动

力的理想生活和现实生活的差距会导致这部分群体

产生巨大的心理落差,同时饮食习惯、交流方式以及

生活节奏的差异,也带给劳动力更多的负面体验。
虽然少数劳动力能够通过个人努力摆脱不平等的待

遇,争取到与流入地居民同等或者更优越的生活水

平,但相当一部分劳动力长期面临的生活压力和辛

苦程度远远超过其初始水平,因此劳动流动行为不

可避免地降低了劳动力的幸福感受。基于此,本文

提出假设:

H1:劳动力流动将负向影响家庭幸福感。
(二)相对收入与家庭幸福感

在收入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研究中,Easterlin
(1995)最早将收入分为绝对收入和相对收入,并认

为主观幸福感主要取决于相对收入而非绝对收

入[4]。绝对收入主要是收入的现实数值,而相对收

入则是对自身所处收入地位的比较性评价,评价越

高则主观幸福感越强。相对收入水平的提高不仅能

够反映出现实收入状况的改善,而且还能体现对于

现实收入的满意程度。从收入的横向比较来看,如
果所有人的收入水平都提高了,那么自身因收入提

高而带来的幸福感将会因为其他人的收入提高而被

抵消掉;从收入的纵向比较来看,如果与过去对比,
当期收入有明显提高或者对未来收入存在较好的增

收预期,那么幸福感将会从这种自我对比中获得提

升。因此,相对收入增加将会提升个体的主观幸福

感。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

H2:相对收入将正向影响家庭幸福感。
(三)劳动力流动与相对收入

劳动力流动的主要目的在于实现良好就业、获
得更高收入以及改善阶层关系等方面。从流动的原

因来看,劳动力流动的主要拉力来自于绝对收入的

差距(主要表现为工资收入的差距),劳动力流动的

方向往往也是从工资低的地区流向工资高的地区;
从流动的结果来看,劳动力流动有助于提升劳动者

的工资水平、改善劳动者的经济状况。但是,这种流

动行为是否一定提高了相对收入地位,还取决于劳

动者与其他参照对象进行收入对比时的价值判断:
一方面,劳动力通常流向经济更发达的地区,而经济

发达地区原住居民的收入水平通常高于外来劳动

力,这将提高外来劳动力相对收入的参照标准,从而

降低外来劳动力的相对收入水平;另一方面,依据劳

动力市场分割理论,流动劳动力通常并不具备胜任

高层次岗位的能力,高难度的跨级流动使劳动力难

以在短时间内改善其劣势地位,因此只能在二级劳

动力市场中接受相对较低的酬劳,因此流动劳动力

偏低的相对收入水平在短期内无法改善。基于此,
本文提出假设:

H3:劳动力流动将负向影响相对收入。
结合H2和H3,本文提出假设:

H4:相对收入在劳动力流动和家庭幸福感的关

系中具有中介作用。

  四、实证分析

(一)模型介绍

本文旨在探索劳动力流动对家庭幸福感的影

响,被解释变量为家庭幸福感,使用整数1~5来衡

量家庭幸福感从低到高的程度,因此家庭幸福感属

于有序多分类变量。结合被解释变量的数据特征,
本文选择面板有序Logit模型(PanelOrderedLogit
Model)进行研究。该模型建立在一个潜变量Y*的

基础上,参考徐永慧等(2017)、邹乐欢等(2021)的做

法[28,29],本文对潜变量Y* 的面板模型设定如下:
Y*

it =αXit+βZit+εit

i=1,2,…N,t=1,2,…,T
(1)

其中,i代表个体,t代表年份,Y*
it 为被解释变量,Xit

为核心解释变量列向量,Zit 为可控制变量列向量,
εit 为随机扰动项,α、β为待估参数行向量。

在本文中,潜变量为家庭幸福感(用H * 表示),
设定 H *

it =1,2,…,5,数值越大代表越幸福。潜变

量 H *
it 与有序变量hit 的关系如下:

hit=

1,H *
it ≤c1

2,c1 <H *
it ≤c2

3,c2 <H *
it ≤c3

4,c3 <H *
it ≤c4

5,H *
it >c4

ì

î

í

ï
ï
ïï

ï
ï
ïï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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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c1、c2、c3、c4为门槛值,满足c1<c2<c3<c4,
有序变量hit 的取值为1、2、3、4、5。若记c=-∞,

cj =+∞,则(2)式可以写为:

hit=j,当cj-1<H*
it ≤cj,j=1,2,3,4,5 (3)

结合(1)式和(3)式,有:

P(hit=j)=P(cj-1 <H *
it ≤cj)

=P(cj-1-βZit-αXit <H *
it

     ≤cj -βZit-αXit)

=F(cj-1-βZit-αXit)

     -F(cj -βZit-αXit) (4)
其中j=1、2、3、4、5,F(·)为Logistic的累积分布函

数,式(4)即为面板有序Logit模型。
(二)数据来源及预处理

本文研究所使用的微观数据取自中国家庭追踪

调查问卷(CFPS),该数据基于全国25个省(市、自治

区)实地调查访问而得,目标样本规模为16000户,可
以有效地反映中国社会、经济和人口的社会变迁。结

合研究需要,本文采用了CFPS中2014、2016、2018年

三轮调查数据作为基础数据,其中2018年调查数据

为目前的最新数据,对家庭和个人的部分样本调查

更新到2020年。

CFPS数据具有样本基数大、指标多等特点,为
尽量避免样本误差对研究结果带来的不利影响,本
文对基础数据进行预处理:(1)对2014、2016、2018
年的三轮调查数据进行合并,并将家庭和个人样本

进行匹配以构建三期平衡面板数据。(2)鉴于劳动

力流动行为主要基于成年人决策,因此从全样本中

筛选出年龄为16岁及以上样本。(3)对调查问卷中

与研究无关的问题进行剔除,最终从个体、家庭、社
会及区域四个层面进行变量选择。(4)为保证研究

的准确性,剔除了数据中存在缺失值及异常值的样

本,最终得到28164个有效观测值。
(三)变量说明

1.被解释变量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家庭幸福感。当前对于主

观幸福感的研究中,并不是将收入直接用于替代主观

幸福观的度量,而是将幸福建立在人的主观感受上,
即个人对于幸福的感觉评判(赵新宇等,2013)[30],目
前普遍采用“生活满意度”来衡量幸福感(莫旋等,

2018;王群勇等,2019)[31,14]。本文结合CFPS调查问

卷中问题的设置,将“您对自己生活的满意程度”作为

衡量主观幸福感的问题,把幸福感从“非常不幸福”到
“非常幸福”划分为1~5五个评分等级,见表1。在本

文的全样本数据中,被调查者认为非常不幸福、比较

不幸福的比例仅为2.96%和6.06%,一般幸福的比

例为28.83%,“比较幸福”和“非常幸福”的比例之和

达到了62.15%。这表明,随着经济水平增长、生活

水平提高及国家惠民政策的支持,我国居民生活满

意度和幸福感提升较快,但仍有少部分居民的幸福

感评价并不是很理想。

表1 我国居民家庭幸福感调查情况

频数 频率(%)

非常不幸福 833 2.96
比较不幸福 1706 6.06
一般幸福 8119 28.83
比较幸福 8702 30.89
非常幸福 8804 31.26
  合计 28164 100􀪋􀪋􀪋􀪋􀪋􀪋􀪋􀪋􀪋􀪋􀪋􀪋􀪋􀪋􀪋􀪋􀪋􀪋􀪋􀪋􀪋􀪋􀪋

2.核心解释变量

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为劳动力流动,选取问卷

中“您家是否有人外出务工”作为衡量劳动力流动的

问题,并将“家庭中有外出打工经历”作为劳动力流

动的衡量标准。不同于大多数文献只关注笼统的户

籍变化,该衡量标准既反映了户籍地发生变更的流

动群体,也反映了户籍没有发生过变动的流动群体,
因此属于广义的人口流动,用其度量劳动力流动准

确性更高。

3.控制变量

幸福感的影响因素众多,但过于偏重主观因素

会使人们对幸福感的评价结果产生一定的偏差。为

了排除其他因素影响、尽可能减少遗漏因素对实证

的影响,参照已有文献,本文选取了个人、家庭、社
会、区域层面,从四个维度对变量进行控制。其中个

体层面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婚姻、健康;家
庭层面包括家庭规模、住房所有权、家庭人均现金与

存款、家庭人均支出;社会层面主要包括医疗满意

度、退休及养老金、社会地位以及贫富差距;区域层

面则主要选取了城乡属性。

4.中介变量

基于理论分析结果,本文选取了相对收入作为

中介变量,检验其在劳动力流动影响家庭幸福感的

机制中是否发挥中介效应。在CFPS调查问卷中,
有关收入水平的问题是“您的收入在本地的位置”,
被访者按照自身的相对收入水平,由低到高在1~5
分值中进行选择。

所有变量的赋值方法及描述统计情况如表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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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变量定义及描述统计

变量 变量定义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家庭幸福感
生活满意度:1=非常不幸福,2=不幸福,3=一般幸福,

4=比较幸福,5=非常幸福
3.814 1.037 1 5

劳动力流动 家庭中是否有人外出打工:有=1,没有=0 0.417 0.493 0 1􀪋􀪋􀪋􀪋􀪋􀪋􀪋􀪋􀪋􀪋􀪋􀪋􀪋􀪋􀪋􀪋􀪋􀪋􀪋􀪋􀪋􀪋􀪋􀪋􀪋􀪋􀪋􀪋􀪋􀪋􀪋􀪋􀪋􀪋􀪋􀪋􀪋􀪋􀪋􀪋􀪋􀪋􀪋􀪋􀪋􀪋􀪋􀪋􀪋

相对收入 收入在本地的位置:1=很低,5=很高 2.617 1.072 1 5􀪋􀪋􀪋􀪋􀪋􀪋􀪋􀪋􀪋􀪋􀪋􀪋􀪋􀪋􀪋􀪋􀪋􀪋􀪋􀪋􀪋􀪋􀪋􀪋􀪋􀪋􀪋􀪋􀪋􀪋􀪋􀪋􀪋􀪋􀪋􀪋􀪋􀪋􀪋􀪋􀪋􀪋􀪋􀪋􀪋􀪋􀪋􀪋􀪋

个体特征􀪋􀪋􀪋􀪋􀪋􀪋􀪋􀪋􀪋􀪋􀪋􀪋􀪋􀪋􀪋􀪋􀪋􀪋􀪋􀪋􀪋􀪋􀪋􀪋􀪋􀪋􀪋􀪋􀪋􀪋􀪋􀪋􀪋􀪋􀪋􀪋􀪋􀪋􀪋􀪋􀪋􀪋􀪋􀪋􀪋􀪋􀪋􀪋􀪋

  性别 男=1,女=0 0.499 0.500 0 1
  年龄 单位:岁 48.305 16.961 16 104
  受教育程度 已完成受教育年限 7.324 4.847 0 21
  婚姻 已婚=1,未婚/同居=2,离婚/丧偶=3 1.324 0.639 1 3
  健康 非常健康=1,很健康=2,比较健康=3,一般=4,不健康=5 3.054 1.245 1 5
家庭环境􀪋􀪋􀪋􀪋􀪋􀪋􀪋􀪋􀪋􀪋􀪋􀪋􀪋􀪋􀪋􀪋􀪋􀪋􀪋􀪋􀪋􀪋􀪋􀪋􀪋􀪋􀪋􀪋􀪋􀪋􀪋􀪋􀪋􀪋􀪋􀪋􀪋􀪋􀪋􀪋􀪋􀪋􀪋􀪋􀪋􀪋􀪋􀪋􀪋

  家庭规模 在家生活的人数(单位:人) 3.331 1.668 1 21
  住房所有权 是否拥有现住房产权:有=1,没有=0 0.854 0.700 0 1
  家庭人均现金与存款 家庭现金及存款总额/家庭人数(取对数) 5.378 4.531 0 15.761
  家庭人均支出 家庭总支出/家庭人数(取对数) 9.598 0.925 0 17.149
社会支持􀪋􀪋􀪋􀪋􀪋􀪋􀪋􀪋􀪋􀪋􀪋􀪋􀪋􀪋􀪋􀪋􀪋􀪋􀪋􀪋􀪋􀪋􀪋􀪋􀪋􀪋􀪋􀪋􀪋􀪋􀪋􀪋􀪋􀪋􀪋􀪋􀪋􀪋􀪋􀪋􀪋􀪋􀪋􀪋􀪋􀪋􀪋􀪋􀪋

  医疗满意度 5级阶梯量表:1=很不满意,5=很满意 2.884 0.928 1 5
  退休及养老金 是否领取退休及养老金:有=1,没有=0 0.387 0.487 0 1
  社会地位 5级阶梯量表:1=很低,5=很高 2.965 1.702 1 5
  贫富差距 10级划分:0代表不严重,10代表非常严重 6.965 2.444 0 10
区域特征􀪋􀪋􀪋􀪋􀪋􀪋􀪋􀪋􀪋􀪋􀪋􀪋􀪋􀪋􀪋􀪋􀪋􀪋􀪋􀪋􀪋􀪋􀪋􀪋􀪋􀪋􀪋􀪋􀪋􀪋􀪋􀪋􀪋􀪋􀪋􀪋􀪋􀪋􀪋􀪋􀪋􀪋􀪋􀪋􀪋􀪋􀪋􀪋􀪋

  城乡属性 城镇=1,农村=0 0.467 0.499 0 1

  由表2可知,样本中家庭幸福感的平均值为

3.814,介于“一般幸福”和“比较幸福”之间,更趋近

于“比较幸福”。核心解释变量劳动力流动的均值为

0.417。在个人层面,被调查样本中男性约占50%;
平均年龄约为48岁;平均受教育程度位于“初高中”
阶段;已婚人数占比较高;自评健康状况总体趋近于

“比较健康”。在家庭层面,平均在家生活人数为4
个;家庭对美满和睦的重视度总体较高。在社会层

面,居民医疗整体满意度、社会地位自评值在量表中

总体处于中等偏上水平;但是退休及养老金领取率

处于中等偏下水平,且在贫富差距的评价上总体认

为比较严重。在区域层面,被访者46.7%来自城镇,
城镇和乡村样本数量较为接近。

  五、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逐步回归估计结果

由于模型中变量较多,为避免模型出现多重共

线性问题而导致估计偏差,本文在回归前对所有变

量进行Pearson相关系数检验,结果显示所有变量

之间的相关系数绝对值都小于0.5,因此模型不存在

严重多重共线性问题。表3给出了逐步回归结果,

在基准模型的基础上,逐步加入个体特征、家庭环

境、社会支持等分类控制变量。
模型(1)是仅包含核心解释变量的基准模型,回

归结果显示,在不考虑其他变量的情况下,劳动力流

动对家庭幸福感具有负向影响,且该影响在1%水

平显著;模型(2)~(5)在模型(1)的基础上逐步加入

了个体特征、家庭特征、社会支持、城乡属性四种特

征控制变量,回归结果表明劳动力流动仍然对家庭幸

福感具有负向影响,且均在1%水平显著。模型(1)~
(5)的系数方向一致,说明劳动力流动对家庭幸福感

带来了显著的负向影响,假设H1得到了验证。
其他控制变量的影响分析如下:(1)个体特征的

影响。女性居民的家庭幸福感显著高于男性,可能

是由于男性承载着来自家庭和社会的更高期望,同
时“女主内、男主外”家庭分工使男性背负了更大的

经济和心理压力;年龄越大居民的家庭幸福感越高;
受教育程度更高的居民幸福感反而越低,说明随着

教育水平的提高,人们对幸福的内在感受逐渐有了

更高层次的追求;已婚居民幸福感比婚姻未持续者

的幸福感要高;健康状况的提升有利于增加幸福感,
身体的状况与心情愉悦度有着密不可分的正向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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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2)家庭特征的影响。家庭规模的扩大对于主

观幸福感的影响并不显著,住房所有权的拥有、家庭

人均现金与存款的增加以及家庭人均支出规模的扩

大,均会对其家庭幸福感产生正向的影响,这说明相

较于人口规模等非经济因素,我国居民家庭幸福感

的提升更多依托于家庭经济条件的改善和生活质量

的提升。(3)社会支持的影响。医疗条件满意度提

高、退休及养老金的领取,均有助于推动幸福感的增

加;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居民拥有更多心理满足感,
从而为幸福感的提高带来积极影响;社会贫富差距

越严重,居民间经济状况的对比越强烈,幸福感越

低。由此可见,这些控制变量对我国居民的家庭幸

福感也具有重要影响,这些结果与莫旋等(2018)、张
栋等(2020)的研究[31,32]相吻合。

表3 劳动力流动对家庭幸福感的影响

变量   
家庭幸福感

(1) (2) (3) (4) (5)
核心解释变量 劳动力流动 -0.136*** -0.100*** -0.113*** -0.129*** -0.111***

个体特征

性别 - -0.174*** -0.174*** -0.159*** -0.154***
􀪋􀪋􀪋􀪋􀪋􀪋􀪋􀪋􀪋􀪋􀪋􀪋􀪋􀪋􀪋􀪋􀪋􀪋􀪋􀪋􀪋􀪋􀪋􀪋􀪋􀪋􀪋􀪋􀪋􀪋􀪋􀪋􀪋􀪋􀪋􀪋􀪋􀪋􀪋􀪋􀪋􀪋􀪋

年龄 - 0.021*** 0.020*** 0.011*** 0.011***

受教育程度 - -0.024*** -0.03*** -0.025*** -0.027***

婚姻 - -0.100*** -0.103*** -0.088*** -0.086***

健康状况 - -0.367*** -0.363*** -0.315*** -0.313***

􀪋􀪋􀪋􀪋􀪋􀪋􀪋􀪋􀪋􀪋􀪋􀪋􀪋􀪋􀪋􀪋􀪋􀪋􀪋􀪋􀪋􀪋􀪋􀪋􀪋􀪋􀪋􀪋􀪋􀪋􀪋􀪋􀪋􀪋􀪋􀪋􀪋􀪋􀪋􀪋􀪋􀪋􀪋􀪋􀪋􀪋􀪋􀪋􀪋

家庭环境

家庭规模 - - 0.011 0.000 -0.001 􀪋􀪋􀪋􀪋􀪋􀪋􀪋􀪋􀪋􀪋􀪋􀪋􀪋􀪋􀪋􀪋􀪋􀪋􀪋􀪋􀪋􀪋􀪋􀪋􀪋􀪋􀪋􀪋􀪋􀪋􀪋􀪋􀪋􀪋􀪋􀪋􀪋􀪋􀪋􀪋􀪋􀪋􀪋

住房所有权 - - 0.161*** 0.076** 0.085** 
家庭人均现金与存款 - - 0.021*** 0.017*** 0.016***

家庭人均支出 - - 0.063*** 0.047*** 0.038**

􀪋􀪋􀪋􀪋􀪋􀪋􀪋􀪋􀪋􀪋􀪋􀪋􀪋􀪋􀪋􀪋􀪋􀪋􀪋􀪋􀪋􀪋􀪋􀪋􀪋􀪋􀪋􀪋􀪋􀪋􀪋􀪋􀪋􀪋􀪋􀪋􀪋􀪋􀪋􀪋􀪋􀪋􀪋􀪋􀪋􀪋􀪋􀪋􀪋

社会支持

医疗满意度 - - -  0.052***  0.053***􀪋􀪋􀪋􀪋􀪋􀪋􀪋􀪋􀪋􀪋􀪋􀪋􀪋􀪋􀪋􀪋􀪋􀪋􀪋􀪋􀪋􀪋􀪋􀪋􀪋􀪋􀪋􀪋􀪋􀪋􀪋􀪋􀪋􀪋􀪋􀪋􀪋􀪋􀪋􀪋􀪋􀪋􀪋

退休及养老金 - - - 0.168*** 0.161***

社会地位 - - - 0.674*** 0.678***

贫富差距 - - - - -0.027***

􀪋􀪋􀪋􀪋􀪋􀪋􀪋􀪋􀪋􀪋􀪋􀪋􀪋􀪋􀪋􀪋􀪋􀪋􀪋􀪋􀪋􀪋􀪋􀪋􀪋􀪋􀪋􀪋􀪋􀪋􀪋􀪋􀪋􀪋􀪋􀪋􀪋􀪋􀪋􀪋􀪋􀪋􀪋􀪋􀪋􀪋􀪋􀪋􀪋

区域特征 城乡属性 - - - -  0.112***􀪋􀪋􀪋􀪋􀪋􀪋􀪋􀪋􀪋􀪋􀪋􀪋􀪋􀪋􀪋􀪋􀪋􀪋􀪋􀪋􀪋􀪋􀪋􀪋􀪋􀪋􀪋􀪋􀪋􀪋􀪋􀪋􀪋􀪋􀪋􀪋􀪋􀪋􀪋􀪋􀪋􀪋􀪋􀪋􀪋􀪋􀪋􀪋􀪋􀪋􀪋􀪋􀪋􀪋􀪋􀪋􀪋􀪋􀪋􀪋􀪋􀪋􀪋􀪋􀪋􀪋􀪋􀪋􀪋􀪋􀪋􀪋􀪋􀪋􀪋􀪋􀪋􀪋􀪋􀪋􀪋􀪋􀪋􀪋􀪋􀪋􀪋􀪋􀪋􀪋􀪋􀪋

N 28164 26693 24840 24476 24297􀪋􀪋􀪋􀪋􀪋􀪋􀪋􀪋􀪋􀪋􀪋􀪋􀪋􀪋􀪋􀪋􀪋􀪋􀪋􀪋􀪋􀪋􀪋􀪋􀪋􀪋􀪋􀪋􀪋􀪋􀪋􀪋􀪋􀪋􀪋􀪋􀪋􀪋􀪋􀪋􀪋􀪋􀪋􀪋􀪋􀪋􀪋􀪋􀪋

Prob>chi2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注:表中*、**、***分别表示在10%、5%、1%概率水平下显著。下同。

  (二)异质性检验

前文分析发现劳动力流动会显著降低家庭幸福

感,但是在不同的群体之间、不同区域之间,劳动力

流动对家庭幸福感的影响情况是否存在差异,需要

进一步探索。本文从个体与地区两个层面来对整体

样本进行分组分析,以探究劳动力流动对家庭幸福

感影响的异质性。其中个体层面按照婚姻状态分为

两组:婚姻存续状态和未存续状态,按照受教育程度

的差异分为三组:低学历(小学及以下)、中等学历(初
中、高中)、高学历(大学及以上)。地区层面则是根据

样本所在省份的地理区位,将其按照东、中、西部地区

的划分进行分组。异质性检验结果见表4和表5。

表4 劳动力流动对家庭幸福感影响:按婚姻状况和受教育程度分组

变量
家庭幸福感

(1)
婚姻存续

(2)
婚姻未存续

(3)
低学历

(4)
中等学历

(5)
高学历

劳动力流动 -0.119*** -0.066 -0.088** -0.217*** 0.073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19113 5184 13541 4388 963􀪋􀪋􀪋􀪋􀪋􀪋􀪋􀪋􀪋􀪋􀪋􀪋􀪋􀪋􀪋􀪋􀪋􀪋􀪋􀪋􀪋􀪋􀪋􀪋􀪋􀪋􀪋􀪋􀪋􀪋􀪋􀪋􀪋􀪋􀪋􀪋􀪋􀪋􀪋􀪋􀪋􀪋􀪋􀪋􀪋

  1.婚姻状态异质性分析

表4中列(1)和列(2)的回归结果显示,劳动力

流动对婚姻存续和未存续居民的家庭幸福感影响存

在明显的差异,处于婚姻存续状态的个体流动会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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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家庭幸福感带来负向的影响;与之相反,处于婚姻

未存续状态的个体流动并不会对其家庭幸福感带来

显著的影响。

表5 劳动力流动对家庭幸福感影响:按东中西部地区分组

变量
家庭幸福感

(1)
东部地区

(2)
中部地区

(3)
西部地区

劳动力流动 -0.132*** -0.160*** -0.032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N 11703 5948 6646􀪋􀪋􀪋􀪋􀪋􀪋􀪋􀪋􀪋􀪋􀪋􀪋􀪋􀪋􀪋􀪋􀪋􀪋􀪋􀪋􀪋􀪋􀪋

已婚个体的流动行为之所以导致其家庭幸福感

显著降低,本文认为可能是家庭内部压力和政策外

部困境共同作用的结果。从家庭的角度来看,婚姻

意味着一个新家庭的组建,对夫妻双方来说都代表

着一份更重的责任。家庭中的外出务工者不仅需要

在激烈的社会竞争中拼尽全力,通过增加工作量或

提高自身技能等方式获得更多的劳动报酬来维持整

个家庭的开销,同时他们还需要花费时间和精力照

顾家人和养育子女。面临家庭责任与工作责任双重

压力的平衡问题时,极易产生无助感和焦虑感。从

政策角度来看,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同时受传统的

落叶归根思想的束缚,很多家庭实际上很难实现举

家迁移,务工者与其配偶和子女大多处于异地分居

的状态,长时间分隔两地不仅使务工者饱受对家人

相思之苦,生活环境差异带来的观念与习惯的变化

也更容易导致夫妻之间、家人之间产生猜忌和矛盾,
长此以往将会带来情感上的困扰,也会打击务工者

的信心与动力,从而降低其幸福感。相比之下,婚姻

未存续状态下的务工人员的收入更多是用于维持自

身的生存与发展,并且也不涉及到婚姻中家庭关系

的约束,外出务工仅作为他们寻求生活层次改善的一

种途径,并不会给其带来非常大的经济和心理压力,
因此这类群体对于流动行为本身并没有强烈的负面

感受,因此其家庭幸福感并不会受到显著影响。

2.受教育程度异质性分析

表4中列(3)~(5)的回归结果显示,劳动力流

动会给中低学历群体的家庭幸福感产生显著的负向

影响,其中对中等学历群体的负效应最大,但不会对

高学历群体带来显著的幸福感变化。
对于以上差异,本文的解释为:低学历与中等学

历群体的差异更多与心理期望有关,中低等学历与

高学历群体之间的差异则更多是能力因素差异导致

的。低学历与中等学历群体的心理期望差异会带来

不同的幸福感体验,其中低学历务工群体对自己有

着清晰的定位,他们的流动主要是为了提高收入水

平以改善生活现状,对工作环境、福利待遇等要求并

不是很高,心理期望所带来的幸福感缺失并不会很

大。相较之下,中等学历群体本身拥有相对更高的

技能水平,这类群体的流动并不局限于追求更高的

薪资报酬,他们更加关注的是个人能力的提升和自

身价值的实现,渴望通过劳动力流动来拥有更为广

阔的发展空间并在新的环境中拼搏出属于自己的一

席之地。然而劳动力流动的目的地往往人才济济,
有限的社会资源必然无法满足所有流动个体的心理

期望,理想与现实之间不可避免地会存在一定的差

距,由此所带来的巨大心理落差会导致中等学历流

动群体幸福感更多的缺失。
中低学历与高学历群体能力水平的差异会带来

不同的幸福感体验。与中低学历群体相比,高学历

群体有更多的知识储备和更高的技能水平,对社会

的适应性更强,在新环境中找到与自身技能相匹配

的工作并不困难,再加上人才引进相关的福利待遇

的不断改善,高学历流动群体大多能够凭借自身能

力优势和政府扶持快速融入新环境。因此,区域间

的流动对高学历群体而言只是换个环境继续挖掘自

身优势与潜能,其家庭幸福感并不会因流动行为而

出现显著的变化。与之相反,中低学历群体受自身

能力的限制,在流动过程中极易面临摩擦性和结构

性失业的风险,加上在流入地大多从事技术含量和

报酬较低的行业,社会保障上也因为户籍限制多处

于弱势状态,在新环境中的生活体验较差。因此与

高学历群体相比,中低学历群体更易于意识到流动

行为对其家庭幸福感带来的负面效应。

3.东中西部地区异质性分析

表5中列(1)~(3)的回归结果显示,劳动力流

动对东部和中部居民的家庭幸福感均有显著的负向

作用,影响系数分别为-0.132和-0.160,而对于西

部地区居民来说,劳动力的流动并不会给其家庭幸

福感带来显著的影响。这种现象的出现可能的原因

是:东部地区工农业基础雄厚,凭借自身经济优势及

国家政策的扶持,服务业发展迅猛并吸引大量劳动

力聚集,其工作环境、薪资待遇、基础设施等方面相

对更好,如果东部地区居民向其他地区流动,期望在

现有基础上进一步大幅提高相对收入、提升生活层

次、改善工作环境将更困难,因此将会对家庭幸福感

产生显著负面影响;中部地区劳动力流动的目的地

以东部地区为主,随着近年来东部地区压力大幅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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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东中部地域差异逐步缩小,因此劳动力流动将很

难达到预期目的,强烈的心理落差将显著降低其家

庭幸福感;而现阶段西部地区与东中部地区仍然存

在明显差异,西部地区居民向东中部流动,在本身期

望值不高的前提下,在新的流入地很容易得到心理

层面和物质层面的满足感,因此劳动力流动对家庭

幸福感的负面影响并不显著。
(三)中介效应检验

本文借鉴四步骤检验法(Baron等,1986)来检

验相对收入的中介效应[33]。检验步骤为:(1)检验

劳动力流动对中介变量(相对收入)是否存在显著影

响。(2)检验中介变量(相对收入)对家庭幸福感是

否存在显著影响。(3)检验劳动力流动对家庭幸福

感是否存在显著影响。(4)如果三种关系成立,最后

检验劳动力流动、相对收入对家庭幸福感影响的显

著性。检验结果如表6所示,为了保证检验的准确

性,表中也给出了Sobel检验结果。

表6 相对收入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变量类型   
(1)

相对收入

(2)
家庭幸福感

(3)
家庭幸福感

(4)
家庭幸福感

中介变量 相对收入 - 0.368*** - 0.367***

核心变量

劳动力流动 -0.057** - -0.111*** -0.100***
􀪋􀪋􀪋􀪋􀪋􀪋􀪋􀪋􀪋􀪋􀪋􀪋􀪋􀪋􀪋􀪋􀪋􀪋􀪋􀪋􀪋􀪋􀪋􀪋􀪋􀪋􀪋􀪋􀪋􀪋􀪋􀪋􀪋􀪋􀪋􀪋􀪋􀪋􀪋􀪋

性别 0.205*** -0.200*** -0.154*** -0.198***

年龄 -0.002* 0.015*** 0.011*** 0.014***

受教育程度 0.002 -0.026*** -0.027*** -0.027***

婚姻 -0.141*** -0.117*** -0.086*** -0.120***

健康状况 -0.172*** -0.283*** -0.313*** -0.283***

家庭规模 0.011 -0.003 -0.001 -0.001
住房所有权 0.114*** 0.048 0.085** 0.055

􀪋􀪋􀪋􀪋􀪋􀪋􀪋􀪋􀪋􀪋􀪋􀪋􀪋􀪋􀪋􀪋􀪋􀪋􀪋􀪋􀪋􀪋􀪋􀪋􀪋􀪋􀪋􀪋􀪋􀪋􀪋􀪋􀪋􀪋􀪋􀪋􀪋􀪋􀪋􀪋􀪋􀪋􀪋􀪋􀪋􀪋

控制变量

家庭人均现金与存款 0.032*** 0.010*** 0.016*** 0.010***
􀪋􀪋􀪋􀪋􀪋􀪋􀪋􀪋􀪋􀪋􀪋􀪋􀪋􀪋􀪋􀪋􀪋􀪋􀪋􀪋􀪋􀪋􀪋􀪋􀪋􀪋􀪋􀪋􀪋􀪋􀪋􀪋􀪋􀪋􀪋􀪋􀪋􀪋􀪋􀪋

家庭人均支出 0.152*** 0.015 0.038** 0.015
医疗满意度 0.237*** 0.022 0.053*** 0.022
退休及养老金 0.114*** 0.133*** 0.161*** 0.126***

社会地位 1.105*** 0.525*** 0.678*** 0.526***

贫富差距 -0.060*** -0.015** -0.027*** -0.015**

城乡属性 -0.066** 0.148*** 0.112*** 0.132***

􀪋􀪋􀪋􀪋􀪋􀪋􀪋􀪋􀪋􀪋􀪋􀪋􀪋􀪋􀪋􀪋􀪋􀪋􀪋􀪋􀪋􀪋􀪋􀪋􀪋􀪋􀪋􀪋􀪋􀪋􀪋􀪋􀪋􀪋􀪋􀪋􀪋􀪋􀪋􀪋􀪋􀪋􀪋􀪋􀪋􀪋

N 22682 22680 24297 22680􀪋􀪋􀪋􀪋􀪋􀪋􀪋􀪋􀪋􀪋􀪋􀪋􀪋􀪋􀪋􀪋􀪋􀪋􀪋􀪋􀪋􀪋􀪋􀪋􀪋􀪋􀪋􀪋􀪋􀪋􀪋􀪋􀪋􀪋􀪋􀪋􀪋􀪋􀪋􀪋􀪋􀪋􀪋􀪋􀪋􀪋

Sobel检验 Z=1.963**(p=0.049)
􀪋􀪋􀪋􀪋􀪋􀪋􀪋􀪋􀪋􀪋􀪋􀪋􀪋􀪋􀪋􀪋􀪋􀪋􀪋􀪋􀪋􀪋􀪋􀪋􀪋􀪋􀪋􀪋􀪋􀪋􀪋􀪋􀪋􀪋􀪋􀪋􀪋􀪋􀪋􀪋􀪋􀪋􀪋􀪋􀪋􀪋

  根据表6中模型(1)~(4)的估计结果以及

Sobel检验结果可知,相对收入在劳动力流动、家庭

幸福感之间存在完全中介效应。模型(1)中劳动力

流动的系数显著为负,因此劳动力流动与家庭收入

存在负向相关关系,假设H1得到验证。模型(2)结
果显示,在其他控制变量保持不变时,收入水平对家

庭幸福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说明当前我国还

未达到“伊斯特林悖论区”,相对收入提高带来的边

际效益仍然较大,假设H2得到验证。模型(3)结果

显示,保持控制变量不变时,劳动力流动对家庭幸福

感具有显著负向影响。模型(4)结果显示,中介变量

(相对收入)的系数为0.367且在1%水平显著,说明

相对收入显著正向影响家庭幸福感。对比模型(3)
和模型(4),模型(3)劳动力流动系数绝对值比模型

(4)大,且均在1%置信水平上显著,说明中介变量

的加入明显降低了劳动力流动的负向作用,但影响

方向不变。这其中的原因表现在:一方面,中介变量

和核心解释变量的系数一正一负,意味着它们对被

解释变量的影响是反向的,收入水平对家庭幸福感

的正向影响会在一定程度上抵消由于劳动力流动带

来的家庭幸福感的降低。另一方面,对家庭幸福感

影响是多层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相对收入水平

的提高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劳动力流动带来的

负效应,但并不能完全抵消,因此总体上劳动力流动

的增加还是会使家庭幸福感降低。
综上可知,劳动力流动不仅直接对家庭幸福感

造成了负向影响,还因流动行为的增加使相对收入

水平降低,从而进一步给家庭幸福感带来负向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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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知,相对收入具有完全中介效应,因此假设

H4得到验证。进一步计算可知,中介效应与总效

应之比为-0.111×0.367/(-0.111×0.367-0.100)

≈0.2895,因此劳动力流动对家庭幸福感的影响中,
有71.05%是直接效应引起、28.95%是由中介效应

引起的。
(四)稳健性检验

本文通过对因变量重新赋值以及替换模型两种

方式来考察模型估计结果的稳健性。首先是转换因

变量,将生活满意度由“1~5”级阶梯量表转化为二

分类变量,即将原等级中“1~2”级和“3~5”级分别

定义为“不幸福”和“幸福”,分别赋值为0和1。其

次是替换模型,将赋值前与赋值后的幸福感分别进

行有序Probit估计和OLS估计。稳健性检验结果

如表7所示。

表7 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家庭幸福感

因变量重新赋值前

(1) (2) (3)
因变量重新赋值后

(1) (2) (3)
劳动力流动 -0.111*** -0.060*** -0.047*** -0.113*** -0.068*** -0.021***

个体特征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家庭特征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社会支持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区域特征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24297 24297 24297 24299 24299 24299􀪋􀪋􀪋􀪋􀪋􀪋􀪋􀪋􀪋􀪋􀪋􀪋􀪋􀪋􀪋􀪋􀪋􀪋􀪋􀪋􀪋􀪋􀪋􀪋􀪋􀪋􀪋􀪋􀪋􀪋􀪋􀪋􀪋􀪋􀪋􀪋􀪋􀪋􀪋􀪋􀪋􀪋􀪋􀪋􀪋􀪋􀪋

   注:表中模型(1)为面板有序logit模型,作为参照;模型(2)为面板有序Probit模型;模型(3)为混合OLS估计模型。

  表7中结果表明,因变量重新赋值前,面板有序

logit模型、面板有序Probit模型和混合估计方式

下,劳动力流动变量的系数的方向和显著性均没有

明显变化。因变量重新赋值后,在面板有序logit模

型、面板有序Probit估计和混合估计方式下,劳动

力流动变量的系数的方向和显著性也没有明显变

化。综合以上结果,转换因变量和模型估计方法后

的估计结果均与前文得出的估计结果基本一致,说
明模型回归结果具有较好的稳健性。由此可知,劳
动力流动对家庭幸福感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六、结论与建议

本文基于2014、2016、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

查数据(CFPS),通过匹配个人与家庭样本构建了三

期平衡面板数据,在此基础上利用面板有序Logit
模型分析劳动力流动对家庭幸福感的影响,并检验

了相对收入的中介效应。本文得到以下结论:(1)劳
动力流动会显著降低个体的家庭幸福感,即有外出

务工人员的家庭比没有外出务工人员的家庭幸福感

明显更低。除此之外,个体、家庭、社会和区域层面

的因素均对家庭幸福感具有重要影响,其中家庭和

社会层面所带来的影响更应引起重视。(2)劳动力

流动对不同特征群体的家庭幸福感存在异质性的影

响。样本分群异质性检验中,从个体层面来看,劳动

力流动会对已婚状态群体家庭幸福感带来明显的负

向作用,但并未对其他婚姻状态群体家庭幸福感带

来显著的影响;与高学历群体相比,劳动力流动主要

是对中低等学历群体家庭幸福感产生显著的负向作

用,其中对中等学历群体家庭幸福感的消极影响最

大。从地区层面来看,中部和东部地区居民的家庭幸

福感更容易受到劳动力流动的负向影响。(3)相对收

入在劳动力流动影响家庭幸福感的机制中发挥着中

介作用,劳动力流动既可以直接影响家庭幸福感,还
可以通过影响相对收入来间接降低家庭幸福感。

基于以上结论,本文提出如下建议:
(1)通过差异化政策提升不同群体的家庭幸福

感。首先,对于已婚群体,一方面可以出台针对新婚

夫妇的购房、购车等优惠政策来降低家庭组建成本,
通过减轻经济压力的方式来抵消部分家庭幸福感的

缺失;另一方面也要加快户籍制度的改革创新,鼓励

并扶持务工人员携带亲属随迁,由此减小留守人员

比例以降低两地分居所导致的家庭破裂概率,使流

动人员能够获得更多婚姻和家庭带来的幸福感。其

次,对于城市中不同学历水平的劳动力,政府既要通

过福利待遇和更高层次就业岗位留住高素质人才,
更要加大以教育为核心的人力资本支持,针对性地

为中低学历劳动力提供职业技术培训和定期心理疏

导,提高劳动力社会适应能力、降低失业风险的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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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帮助其树立正确的择业和就业观,以降低中低层

次劳动力流动所带来的幸福感缺失。
(2)将提高相对收入作为提升流动人口家庭幸

福感的突破口。流出地与流入地政府部门要加强协

同合作,完善城市就业信息共享机制,并对流动人员

进行专业培训,提高流动人员技能素养,拓宽就业渠

道,提升流动人员对未来收入的预期,从而提高相对

收入水平。需要注意的是,我国综合实力的不断提

升意味着在后期发展中很可能会走入“伊斯特林悖

论区”,将财富增长作为提高整体家庭幸福感的中心

环节必然不是长久之计,未来应当未雨绸缪制定长

远的科学发展规划,警惕公共决策中的“幸福陷阱”。
(3)以制度创新为抓手,提高流动人口的家庭幸

福感。一是促进流动人口融入社会的公共政策,推
进公共服务均等化以提高区域包容度;二是积极转

变职能,切实增强为民服务的能力,建立解决相对贫

困的长效机制;三是扩大流动人口基本医疗保险覆

盖面,完善外地人员就医保障体系,简化异地报销流

程,切实提高医疗服务质量;四是调控住房管理体

制,适当放宽购房限制,重点发展中低价位、中小户

型的经济适用房或廉租房,将“候鸟式”“浮萍式”的
劳动力流动向“内生式”的平等融入转变,切实提高

流动人口的家庭幸福感与社会存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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